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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即公元494年，帝

国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拓跋社会随之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表现在文化方面，以拓跋宗室①为代

表的广大胡人勋贵汉化及文士化进程加速，不仅

知识素养和气质形象有了显著的提升，其行为旨

趣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向汉族名士靠拢。前人对此

多有阐述②，这些成果着重探讨宗室群体认知水

准的提高和精神面貌的改观，但并未触及结构类

型和价值取向等本质性因素。故笔者试图结合中

古文化恢弘激荡的总体背景，在剖析宗室知识体

①“宗室”一词在此专指皇帝的同族。据《魏书》《北史》“宗室列传”的记载，北魏官方以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作为宗室

的范围。

②相关成果如孙同勋先生《拓拔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台湾）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宋燕鹏先生《籍贯与流动：

北朝文士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何德章先生《北魏迁洛后胡人贵族的文士化》，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

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2003年版；日本学者长部悦弘《元氏研究——北朝隋唐时代における鲜卑族の文人士大夫

化の一轨迹》，《中世の文物》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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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基础上找寻其在心态导向上的趋势性特征，

进而管窥五六世纪交替时期河洛地区文化交融的

实景。记录此项内容的传世文献比较有限，洛阳

邙山出土的大量北魏宗室墓志为研究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其中标榜墓主高洁文雅的华美言辞正可

汇聚成规律性线索。这些镌刻在石材上的宝贵文

字，或是逝者生前的真实写照，或是倾心向往、不

懈追求的目标，褪去文学色彩后具有十足的说服

力，人们常说的“树碑立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北魏洛阳的多元性文化生态

中古时期，国家分崩离析，政治动荡不安。

不过，文化事业却因此摆脱官方学术和主流意识

形态的桎梏，焕发蓬勃生机，使魏晋南北朝成为

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文化高峰。中古

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多元化格局的出现，而地域差

别是其建构的基础。［1］20在宏观角度，华夏与异

域文明冲突，华夏内部又有南北学术的争衡。不

同文化因素相互摩擦碰撞，共同演绎出绚烂多彩

的景象。居于“天下正中”的古都洛阳以其独有的

地缘优势成为文化交流的舞台，置身其间者受其

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深深打上多元文化的烙印。

北朝时期的洛阳是南北拉锯的战略缓冲区，

这里不只是兵戎相见的战场，更多的时候还是南

北学风接触的场所。中古文化层面的南北界限本

指黄河而言，魏晋洛阳是玄学等时尚新风的发祥

地，而同期的河北、江南则处于相对保守、滞后

的状态，魏晋新学只是后来随着东晋南徙而播迁

江左。［2］361故下文使用的专词“河北学术”兼指北

方学术，“江左新风”则是魏晋河洛新学。关于南

北学术的差异，时人即有评述。《世说新语·文

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

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

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

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隋书》

卷七五《儒林列传序》：“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

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又《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

王寺》：“汝、颖之士利如锥，燕、赵之士钝如锤。”

唐长孺先生据此推断，以河北学术为主体的北学，

“大抵笃守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集汉代今古文学

大成的郑玄之学为宗”；南迁的河洛名士则世传

时尚玄学。［3］226综合各家之说，南北文化之辨可

归纳为五点：在传承关系上，北学是汉代经学的

孑遗，南学则是魏晋新风的延续；在研究对象上，

北学专攻儒家经典，南学则弃儒入玄；在学术风

格上，北学艰深刻板、渊综广博，南学清新洒脱、

超然自我；在治学方法上，北学讲求名物的训诂

考释，南学侧重义理的诠释阐发；在价值导向上，

北学务实进取，南学任诞虚无。当然，文化之间

并无森严壁垒，所以这只是个因势而异的柔性原

则罢了。不过，借助这套标准判读北魏洛阳的文

化格局，对迁洛宗室的文化素养及取向进行粗略

的定性分析还是大体可行的。

应该说，北魏洛阳文化的主旋律是南北学术

之融汇，而佛教等异域元素则是必不可少的美妙

和弦。这种立体式的层叠架构在杨衒之生动描绘

洛阳风貌的名著《洛阳伽蓝记》中有集中展现。北

方学术的经学传统得到始终如一的尊重，该书卷

三《城南·报德寺》：“开阳门御道东有汉国子学

堂。堂前有《三种字石经》二十五碑，表里刻之。

写《春秋》《尚书》二部，作篆、科斗、隶三种字，

汉右中郎将蔡邕笔之遗迹也。犹有十八碑，余皆

残毁。复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里隶书，写《周易》

《尚书》《公羊》《礼记》四部。”这些石经均以古拙

字体书写，作为汉代学术的结晶专供洛阳士子观

摩，学术魅力丝毫未减。江左新风此时风靡洛阳，

不乏以名士自居者。卷二《城东·景宁寺》载，

弘农士族杨元慎“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

放，不为时羁。乐水爱山，好游林泽。博识文渊，

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读老、庄，善言

玄理”。我们知道，弘农杨氏乃北方儒学强宗，但

从杨元慎的性情好尚来看，他又具备了魏晋名士

的风范，这绝非个别案例，而是当时普遍流行的

状况。宗教的崛起是洛阳文化的显著特征，上至

王公贵胄，下到平民百姓皆崇信佛法，正可谓“佛

法经像，盛于洛阳”。卷四《城西·融觉寺》载，

融觉寺比丘昙谟最“善于禅学，讲《涅槃》《花严》，

僧徒千人”。由此可见，北魏洛阳已成为铸炼河北

学术、江左新风和异域宗教的大熔炉。北魏宗室

久居洛阳，长期耳濡目染，势必形成相应的文化

特质。

二、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

掌握知识是综合素质的基础，决定了人的思

维模式、行为举止和发展程度。宗室是拓跋政权

的管理者和上流社会的主体，其知识素养关乎重

大。据史料记载，北魏后期的宗室造就大批知识

论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素养与文化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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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其活动遍及各个文化领域，整体能力水平

照比前期大有改观。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提高并

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个曲折的历程。比较而言，

早期宗室愚鲁粗俗、格调低下。典型事例如《魏

书》卷一五《昭成子孙·毗陵王顺传》：“太祖好

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祗肃，

（拓跋）顺独坐寐欠申，不顾而唾。”同书卷五九《刘

昶传》：“（刘昶）虽在公坐，诸王每侮弄之，或戾

手啮臂，至于痛伤，笑呼之声，闻于御听。高祖

每优假之，不以怪问。”宗室精通骑射、能征惯战

者占据压倒性优势，文士则寥寥无几。相形之下，

洛阳时代的宗室有了质的蜕变，邙山墓志中有大

量关于迁洛宗室文化素养的记录，内容林林总总，

包括研究对象、兴趣爱好、人生态度、治学风格、

人际交往、生活式样等。根据前文所述洛阳的学

术流派，我们可就其类型细加剥离，以便从整体

上把握宗室的知识特征，并为后文的文化价值取

向分析奠定基础。

墓志材料中渲染最多的是迁洛宗室对儒学的

钟情和对儒家经典的熟稔，这显然受到河北学术

的影响。对出身游牧蛮族的拓跋鲜卑而言，要维持

长治久安，必须捡拾儒学的利器，儒家经典自然是

无法逾越的基本教材。史载，道武帝入主中原之

际，便确立了“以经术为先”的国策，并于天兴四

年（401）通过恢复释奠礼的方式昭告天下。［4］他还

曾咨询朝臣：“天下何书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李先对曰：“唯有经书。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

补王者神智。”［5］卷三三，789儒家经典治国纲领的地位

就此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宗室钻研儒学蔚然成

风，即便迁都洛阳沐浴时尚，兴致依旧高昂。致力

儒学者有元扬“优游典谟之中”［6］《元扬墓志》，75；元秀

“栖迟道艺之圃，游息儒术之薮”［6］《元秀墓志》，131；元

显“爰始志学，游心坟典”［6］《元显墓志》，359；元毓“韵

致渊凝，性以儒素为高”［6］《元毓墓志》，244；元祐“锐志

儒门”［6］《元祐墓志》，107；元晖“长爱儒术”［6］《元晖墓志》，110。

宗室经过长期努力，涌现出很多精通儒家经典者。如

元悦“六藉五戎，不待匠如自晓”［6］《元悦墓志》，63；元尚

之“六艺居心，五礼宅身，论经出俗”［6］《元尚之墓志》，141；

元叉“学综坟籍，儒士攸宗”［6］《元叉墓志》，182；元灵

曜“该镜众经”［6］《元灵曜墓志》，137；元钦“三坟五典之

秘，丱岁已通”［6］《元钦墓志》，249；元子邃“洞观坟

籍”［6］《元子邃墓志》，401。迁洛宗室普遍皈依儒教堪称

独特的文化景观，因为中古儒学式微，士族名望

大多实现玄学化的转变。［7］86北魏宗室却反其道

而行之，照旧奉儒学为圭臬，其宗旨是用儒家思

想规范宗室言行，强制灌输君臣父子间贵贱有别、

尊卑有序的等级观念。这不仅是草原民族统治先

进地区的客观需要，也是拓跋族由血亲氏族向宗

法制大家族演进的必然举措。墓志还特别强调迁

洛宗室对仪礼的掌握。礼是等级社会维护尊卑贵

贱、长幼亲疏秩序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及外在

的仪式程序之总和。儒家格外注重礼的约束作

用，讲求克己复礼，承载华夏名教伦常的礼仪，浓

缩了儒学的精华，故礼学的精进程度也可作为衡

量宗室儒学水平的标尺。我们发现，精通礼学的

宗室为数不少。如元绪“偏爱诗礼”［6］《元绪墓志》，53；

元秀“尤善礼传”［6］《元秀墓志》，131；元焕“爱诗悦

礼”［6］《元焕墓志》，168；元弼“敦诗悦礼”［6］《元弼墓志》，280；

元阿耶“观图践礼”［6］《元阿耶墓志》，340；元纯陀“诗书

礼辟，经目悉览”［6］《元纯陀墓志》，261。由此可知，宗室

在修身、齐家、治国方面切实践行了儒家贯彻礼

法的信条。总而言之，中原传统的儒学是宗室思

想意识的主宰，是决定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惯性的

内因。

中古时期，儒学是河北学术固守的主阵地，

南朝尽管并未完全放弃，但热衷程度和研究水

平远不及北方。迁洛宗室专注儒学，表明他们是

河北学术的忠实拥趸。且在治学方法和学术风

格方面，其与河北学士也最为接近。首先，宗室

学问偏重艰深、务求甚解。如元灵曜“该镜众经，

深穷隐滞”［6］《元灵曜墓志》，137；元毓“韵致渊凝，性

以儒素为高”［6］《元毓墓志》，244；元天穆“八素九区之

理，靡不洞其幽源；三坟五典之书，故以极其宗

致”［6］《元天穆墓志》，277；元袭“究群言之秘要，洞六艺

之精微”［6］《元袭墓志》，295。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在正史

中亦有体现，可与墓志相呼应。宗室硕儒元延明风

流造次不及同侪，“而稽古淳笃过之”［5］卷二○，530；

元顺“笃志爱古”［5］卷一九，481。也就是说，元延明和

元顺继承了汉代经学保守严谨的实证主义，而

这正是河北学术的本色。其次，宗室学识广博引

人瞩目。如元怿“学通诸经，强识博闻，一见不

忘。百氏无遗，群言必览”①；元端“五典六经之

籍，国策子集之书，一览则执其归，再闻则悟其

致”［6］《元端墓志》，233；元赞远“学贯儒林，博窥文苑。

九流百氏之书，莫不该揽”［6］《元赞远墓志》，309；元子

①《元怿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

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魏书》卷二二《孝文五王·清河王

怿传》：“（元怿）博涉经史，兼综群言。”可与墓志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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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搜今阅古，博览群书”［6］《元子正墓志》，246；元子邃“博

极古今，洞观坟籍”［6］《元子邃墓志》，401；元熙“好学博

通”［6］《元熙墓志》，169；元湛“博读经史”［6］《元湛墓志》，239。

传世文献中亦有类似记载，如元脩义“涉猎书

传”［5］卷一九，451；元勰“博综经史”［5］卷二一，571；元

略“博洽群书”［8］卷四，224。渊综广博无疑是北方学

者的招牌，宗室以此见胜足证其对河北学风的恪

守。不过，应当注意到，宗室尽管尊奉河北学术，

但并不排斥同期南朝的优秀成果。如元彧“博览

群书，不为章句”［5］卷一八，422。唐长孺先生认为，

章句训诂是汉代经学的传统，后为北朝经学所承

袭；南朝经学则深受魏晋新风的影响，侧重义理

的阐发。［3］232据此可知，元彧已经摆脱烦琐枯燥

的名物考据，开始趋向南朝追求义解的“约简”

之风。此外，经学南宗推崇的某些经典文本也获

得宗室的青睐，如元顺“通《杜氏春秋》，恒集门

生，讨论同异”［5］卷一九，481。孝明帝和孝静帝分别

师从青齐士族贾思伯、贾思同兄弟，研习《杜氏

春秋》。［5］卷七二，1615《杜氏春秋》是西晋杜预注释

的《左传》，盛行于江左，而北方主要流传东汉服

虔注。①所以说，江左新风的北渐一改宗室学术僵

化呆板的形象，为其增添了新的活力。

江左新风对迁洛宗室影响至深者莫过玄学。

玄学兴起于魏晋时期的洛阳，本为现实政治语境

下的名实之辩，后经正始名士王弼、何晏等人的

改造，引入老庄道家思想，逐渐延伸到自然、名教

之争，系统推衍虚玄理论，产生了抽象思辨的味

道。玄学的完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新阶段，

特别是与士族门阀制度相结合，成为名士自我炫

耀、博取声誉的资本。实际上，北魏皇族接受玄学

甚早，平城时代的献文帝“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

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高祖践位，显祖移御

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5］卷一一四，3038。皇帝既好于

上，宗室群臣必定群起效仿。迁都洛阳后，宗室对

玄学的热忱更加高涨，擅玄谈者比比皆是。如元

鸾“虚心玄宗”［6］《元鸾墓志》，46；元显俊“若乃载笑载

言，则玄谈雅致”［6］《元显俊墓志》，68；元焕“味道入玄，

精若垂帷”［6］《元焕墓志》，168；元彝“清思参玄，高谈自

远”［6］《元彝墓志》，226；元湛“玄同阮公”［6］《元湛墓志》，240；

元子正“穷玄尽微，义该众妙”［6］《元子正墓志》，246；

元袭“工名理，善占谢，机转若流，酬应如响，

虽郭象之辨类悬河，彦国之言如璧玉，在君见

之”［6］《元袭墓志》，295；元显“工名理，好清言”［6］《元显墓志》，360。

皇室玄谈方兴未艾，“世宗之在东宫，特加友异，每与

王谈玄剖义，日晏忘疲”［6］《元怿墓志》，172。宗室致力玄

学非唯附庸风雅，更重要的是以玄学为媒介拉近

与汉人士族的距离，从而跻身名流社交圈，归根结

底是要涤荡蛮夷的鄙陋，在政治权力之外获取崇

高的社会地位，实现贵族化的终极目标。与玄学

紧密伴随的是放荡不羁、超然洒脱的生活方式和

个性气质，宗室在此方面不甘落后。典型事例是

元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於春风扇扬，花树

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采成群，俊民满席，

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

饮其玄奥，忘其褊郄焉”［8］卷四，201。此番风雅不啻于

当年的竹林七贤。宗室墓志中不乏类似的记载，元

扬“高枕华轩之下，安情琴书之室，命贤友，赋篇

章，引渌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代而同

侣”［6］《元扬墓志》，75。元斌“心栖事外，恒角巾私圃，偃

卧林潮，望秋月而赋篇，临春风而举酌，流连谈赏，

左右琴书”［6］《元斌墓志》，140。元钦“秋台引月，春帐来

风，琴吐新声，觞流芳味，高谈天人之初，清言万

物之际，虽林下七子，不足称奇”［6］《元钦墓志》，250。宗

室一如江左名士好宴饮、重结交，游园赏月、觥

筹交错间吟诗作赋、抒发胸臆。需要说明的是，

宗室在此类活动中能够自觉地以主体身份与汉族

士人平等交往，实现了文化角色的历史嬗变。［9］

深刻改变宗室学术面貌的还有江左的文学，

东晋南朝的文学盛极一时，北魏孝文帝受此影响

大力提倡。［10］特别是在官员铨叙上，文学之士通

常备受垂青，此举势必会对宗室文化产生巨大的

牵引效用。因此，精通文学成为宗室文化修养的重

要环节。如元晖业“亦颇属文”［5］卷一九，447；元脩义

“颇有文才”［5］卷一九，451；元勰“雅好属文”［5］卷二一，571；

元善见“好文学”［5］卷一二，313；元略“文学优赡”［8］卷四，225；

元尚之“属辞韵彩，彪昞离文”［6］《元尚之墓志》，141；元

熙“文藻富赡，雅有俊才⋯⋯文艺之美，领袖

东观”［6］《元熙墓志》，169；元怿“文华绮赡，下笔成

章”［6］《元怿墓志》，172；元祐“游心文苑”［6］《元祐墓志》，107；

元固“优游文义”［6］《元固墓志》，211；元炜“雅好斯

文”［6］《元炜墓志》，218；元湛“元好文藻，善笔迹，遍长诗

咏”［6］《元湛墓志》，239；元子正“雅好文章”［6］《元子正墓志》，246；

元馗“文义早著”［6］《元馗墓志》，301；元赞远“登高夹

①《隋书》卷七五《儒林列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

1705页。据《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王寺》载，广宗人潘

崇和在洛阳城东昭义里聚众讲授《服氏春秋》。《魏书》卷八四《儒

林·徐遵明传》：“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世

永嘉旧本，（徐）遵明乃往读之。”其在北方受众之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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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之赋，下笔成章”［6］《元赞远墓志》，309。另外，宗室精于

“文史”者值得关注。如元勰“敦尚文史”［5］卷二一，582；

元悌“博览文史”［6］《元悌墓志》，219；元斌“研兹文

史”［6］《元斌墓志》，140。胡宝国先生认为，“文史”是南

朝文学、史学分离后二者的合称，但仍以文学为

重，史学则微不足道。［11］68换言之，“文史”是语

言、文字应用的学问，即广义的文学。事实证明，

文学在宗室内部大行其道，竟成为展示文化实力

的工具。

由上可知，迁洛宗室往往兼具南北学风，这

种特点还体现在他们的书法风格上。六朝时期，

书法变成文人雅士的必备技能，北魏宗室书家

辈出，且书风各异，也可作为研判文化类型的标

准。如元举“六书八体，书妙超群，章勾小术，研

精出俗”［6］《元举墓志》，215。所谓“六书”，据《汉书》

卷三○《艺文志》，是指汉字的六种构造方法，即

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八体”

则是《说文解字》中所述古篆的八种书写风格，

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

隶书。这表明元举不仅通晓汉字，而且善于书写

古朴浑厚的篆书。这种书体曾盛行于北魏上层

社会，风格技法严格遵循汉代的传统。［12］421元

举师承汉法，无疑属于北方学派。与之类似的是

元悌“尤好八体”［6］《元悌墓志》，219。当然也有不同者，

如元炜“草隶之工，迈于钟索”［6］《元炜墓志》，218；元

显“善草隶”［6］《元显墓志》，360。“草隶”是楷书、行书、

草书和行草的总称［12］446，这种书体经过晋人钟

繇、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的发展上升到艺术高

度，并以其清新雅致、秀逸灵动深受江左士夫的

喜爱。元炜、元显精于此道，无疑是时尚潮流的

追随者。

以上从经学、礼学、玄学、文学和书法五个

方面探讨了北魏迁洛宗室的知识构成。不难发

现，其中南北差异体现得最为清晰。不过，南北

之别毕竟囿于华夏，宗室文化中还包含了以佛

教为代表的异域元素。中古佛教方兴未艾，宗室

是最虔诚信徒群体，精通佛教教义及相关的天

竺文化者不绝史乘。如元举“洞兼释氏，备练五

明”［6］《元举墓志》，215。元举信奉佛教自不待言，他还熟

悉“五明”，即古印度五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①，说明

他的学识已经超越宗教的局限。此外还有元悦“好

读佛经”［5］卷二二，593；元鸾“妙贯佛理”［6］《元鸾墓志》，46；

元叉“尤精释义”［6］《元叉墓志》，183；元纯陀“博搜经

藏，广通戒律”［6］《元纯陀墓志》，261。宗室学术融入了异

域成分，这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

除去先进的华夏和异域文明，拓跋鲜卑本民

族的传统习俗在宗室文化体系中仍占有一席之

地。即便是全面汉化的洛阳时代，这些旧的文化

要素也不容抹杀，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

尽管文士化是演进的总体趋势，但墓志中崇尚武

人气质的现象仍时有出现。如元平“好弓马，蔑

浮荣典籍”［6］《元平墓志》，143；元天穆“雄光桀出，武

艺超伦，弯弧四石，矢贯七札”［6］《元天穆墓志》，277；元

玕“慷慨弓马，慕气终古”［6］《元玕墓志》，315。正史可与

之相印证，《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下·城阳

王长寿传附鸾传》：“（元鸾）以武艺著称。”同书

卷一二《孝静帝纪》：“（元善见）力能挟石师子以

逾墙，射无不中。”其次，虽有礼法体统的约束，

但即兴盘旋歌舞的遗俗始终保留。《洛阳伽蓝记》

卷四《城西·宣忠寺》载，孝庄帝为铲除尔朱荣，

遣元徽假托皇子诞生召其入宫，徽从容镇定，“脱

荣帽，欢舞盘旋”。宗室来自草原，性情豪爽直率，

借助歌舞抒发情感乃为常态。再次，生活方式日

趋汉化，但以羊肉、乳酪为主的饮食习惯未有改

变。王肃、萧正德等南朝士族北归后因此产生强

烈的不适感，还会遭受宗室的刁难奚落，“酪奴”

和“水厄”的典故由此产生［8］卷三，147，足见拓跋旧

习的顽固性。客观地讲，来自草原的民族风俗的

衰减有其自身规律，与社会发展并非完全同步，

更不会因猝然变革而消失。

三、北魏迁洛宗室的文化价值取向及成因

北魏迁都洛阳后，宗室阶层整体趋向文士化，

单纯武将的比例由建国之初的54%锐减至38%。
［13］97与此同时，宗室的行为修养也发生了根本改

变，凸显出多元化特征。具体而言，宗室的知识

来源丰富多样，除本民族的固有习俗外，还囊括

了中原传统的儒学，魏晋南朝新兴的玄学、文学

及异域传播的佛学等。就源流风格来看，既有河

北学术的专精广博、严谨务实，又有江左新风的

率性任情、洒脱自然；既有草原文化的粗犷豪迈，

又有人文宗教的慈悲清静。总之，宗室个体绝非

局限于某一特定术业，儒释兼综、礼玄双修、文

①五明是梵文Pancavidya的译文，分指声明、工巧明、医方

明、因明和内明。声明是语言、文字的学问，工巧明是各类手工

技艺，医方明是医药学和治疗技术，因明相当于逻辑学，内明是

佛教、婆罗门教等古印度宗教教义，五明基本涵盖了南亚次大陆

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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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荟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前文各条目中所列人

物重叠互见便为明证，如元顺、元熙、元勰、元怿、

元扬、元尚之、元焕、元叉、元举、元炜、元子正、

元钦、元袭、元纯陀、元馗、元赞远、元显、元鸾、

元略等人皆具百家之长，是典型的文化综合体。

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中古不同文明因素的冲突

与融合，而北魏洛阳时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国家

政策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知道，分裂与战

乱不能真正阻绝文化的沟通，北魏治下的中国北

方也就不是与世隔绝的文化孤岛。陈寅恪先生曾

敏锐地指出，北魏吸收整合江左、河西等区域的

文物典章，成为中古制度传承的关键枢纽。［1］3这

充分说明北魏是中华多元文化实现凝聚的平台。

实际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是在这些文化的共

同推动下破浪前行的，参与这场历史变革的既有

李冲、游明根、高闾等河北学者，也有刘芳、王肃、

蒋少游等江左士族，深受改革影响的迁洛宗室因

此带有不同文化的印迹。此外，拓跋统治者对各

文化支脉没有潜意识的偏见与歧视，使得他们能

以宽阔的胸怀包容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且北魏

朝廷采取开明的文教政策，为宗室创造自由的发

展空间，任其畅游学海，这是形成多元化知识体

系的外部保障。

人的知识体系通常是复杂的组合体，各结构

要素间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均衡，其中占据主导地

位、起支配作用者决定了他的文化价值取向，不

同的取向类型塑造了风格迥异的学术群体。北魏

迁洛宗室即是如此，其四大知识要素不可等量齐

观，其中河北学术为基础和骨干，江左新风和异

域宗教乃时尚装点，草原遗俗则无足轻重。通过

梳理材料，我们发现宗室格外在意自身传统旧学

的修养，相关记录数量最多，语汇精彩至极，表

明底蕴深厚的河北学术是宗室精神世界的绝对主

宰。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北学术是宗室文化的根

底，这种导向驱策他们锐意进取、奋发图强，展

现出强烈的事功精神。如元纂“每怀济世之经，

乃慕刘章之节”［6］《元纂墓志》，175；元诲“少忼慨，有

大节，常以功名自许”［6］《元诲墓志》，274。宗室大多讲

求经世致用，推崇实际的干才。如元庆智“有几

案才”［5］卷一六，394；元朗“涉历书记”［5］卷一九，485；元徽“颇

有吏才”［5］卷一九，510；元羽“有断狱之称”［5］卷二一，545；

元怿“才长从政，明于断决，割判众务，甚有声

名”［5］卷二二，591。显然没有受到南朝士族安富尊荣、

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习气的熏染。［14］623这令

他们更适合担当国家事务的管理工作，据统计，

宗室控制从中央到地方近三分之一的实权要职，

并且每每出任外藩征伐的主帅，仕宦比率远超任

何王朝，堪称政权的坚强柱石。［15］253宗室垂青河

北学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一方面，拓

跋鲜卑进入中原后最先接触的就是河北学士。永

嘉乱后，滞留北方的汉人大族被迫与胡人统治者

建立合作关系，他们大量进入北魏朝廷供职，顾

问应对、出谋划策，典型事例是代人燕凤、许谦、

张衮，清河冠族崔玄伯、崔浩父子。至太武帝神

麚征士，应征者如范阳卢玄、博陵崔绰、勃海高

毗、京兆杜铨、赵郡李灵、太原张伟、范阳祖侃、

河间邢颖、广平游雅、上谷侯辩等35人俱河北翘

楚。［5］卷四八，1078他们与宗室交往频繁，如高允、张

伟同任乐安王范从事中郎，高允又任乐平王丕骠

骑府参军、秦王翰傅，游雅任东宫少傅，杜铨任

宗正卿管理宗室。宗室还跟从河北学者系统学习

儒家经典，道武帝命梁越“授诸皇子经书”，尚书

左仆射元赞师事常爽。［5］卷八四，1843、1848宗室因此先

入为主地奠定了河北学术的牢固基础，诚如钱穆

先生所论：“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

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

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16］279降至洛阳时代，

江左时尚尽管席卷上流社会，但河北学术的主体

地位却不容撼动，宗室照旧与北方鸿儒保持密切

的联系。《魏书》卷八四《儒林列传》载，刘兰“特

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馆，令授其子熙、诱、略

等”；徐遵明“广平王怀闻而征焉”；董征“教授

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孙惠蔚任皇宗博

士，教授宗室子弟。可见，宗室对河北学术的认

同是经得起时间和环境考验的。这还与北魏特殊

的统治形势休戚相关，众所周知，拓跋鲜卑以寡

少之旅驾驭幅员辽阔、民户众多的中原地区，宗

室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奉行入世哲学的河北

学风可使其长久维持进取心和实干性，有助于政

权的巩固。

综上所述，北魏迁都洛阳后，宗室阶层汉化

及文士化进程加速，其知识素养和文化价值取向

也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迁洛宗室在经学、礼学、玄

学、文学、书法和佛学领域颇多造诣。就其学术

源流而言，渊综广博、务实进取的河北学风居于

绝对的主导地位，驱策他们积极入世，建功立业；

超然洒脱、任诞虚玄的江左时尚是为浓重装点，还

有以佛教为核心的异域文明和植根北亚草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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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鲜卑旧俗。这种多元化格局是中古时期不同文

化因素激荡融合的结果，也是北魏统治者兼容并

蓄、博采众长之文教政策的集中反映。若进一步

抽象概括，宗室的思想观念可视为动态的多元化

构造，各组成要素间此消彼长，保持相对的平衡。

在全新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变革下，原有的均衡态

势就会被打破，新的文化因素夺占主导地位，形

成特定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则代表着进

化阶段和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外在的文化特征。

从根本上说，北魏宗室的文化类型由一元走

向多元，是顺应汉人门阀社会，实现自身贵族化

蜕变的客观需要。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让

鲜卑族同化于汉族，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事实

上已经在进行之中。通观历史，可知北方民族如

果同汉族接触，就无法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

的命运。如果这是宿命的话，那么，与其被时势

所迫，以丧失民族尊严的形式被同化，还不如保

持本民族的自豪感，有意识地推进同化，更属上

策。所谓保持本民族自豪感的同化，就是在自觉

进行汉化的同时，把自己改变为汉族的贵族。特

别是帝室必须高踞于由此产生的新贵族头上，通

过贵族，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汉民族。”［17］25换

言之，拓跋族的汉化究其实质是以宗室上流阶层

为主导的贵族化。中古贵族固然以累世积淀的阀

阅等第为根基，但底蕴深厚的家学门风具备同等

重要的象征意义。北魏宗室欲跻身北方精英社交

圈，必须在文化方面有所建树，而融汇南北、学

贯中西、推陈出新、后来居上乃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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